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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rban Metabolism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wo Cities in German

针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城市新

陈代谢理论出发，提出两种能量流系统假设，指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

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分异。通过对德国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有关数据的量化分

析对比，剖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相关性在不同城市空间中的差异。在市

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在两座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关系具有相似性，

但在数值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同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指标下，波鸿市显示

出更高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进一步引入技术量指标测算的方法，结果显示，在低

密度城市区域，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及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城市生物多样性

值之间的相关性水平普遍高于高密度城市区域。研究结果揭示了城市生态系统服

务与生物多样性相关性的空间分异特征，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规划决策

提供一定参考。

城市新陈代谢；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空间制图；技术量

In view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different hypotheses of energy flow systems based 

on the urban metabolism theory,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ochum and Dortmund 

in Germany, 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Bochum and 

Dortmund is similar, but the biodiversity in Bochum is high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in two cities are almost the 

sam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lues of regulatory services, cultural services, and 

overal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value of urban biodiversity are generally higher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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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经济、社会、环境等

多方面要素，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复合作用形成的

整体 [1-2]。城市生物多样性（Urban Biodiversity）指城市范

围内除人以外的各种生物体在有规律的结合下体现出的基

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分异程度 [3-4]。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生物多样性作为反映生态系统健康程度及稳定状态的重要

指标，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是试图通过量化

的方法衡量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与产品。生态系统

服务的评价对于城市生态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越

来越多地被纳入城市决策系统中 [5]。在系统生态学的视角

下，城市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能量存续和提高太阳能等

输入能源的利用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因此，在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MA）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中，生物多样性

被认定为支持服务（生物多样性维持、土壤形成以及养分

循环等），与调节服务（调节气候、洪水以及水质等）、

供给服务（提供食物、水、木材等）、文化服务（提供游

憩体验、美学享受以及精神收益等）共同构成生态系统服

务的四个类别 [7]；在众多规划决策中，生物多样性与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也被默认为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事实上，

生物多样性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相关

关系，依然缺乏足够的证明 [8-9]。在国际生态系统服务框架

（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CICES）中便提出，需要更多关注对生态系统

最终产出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价，包含生物多样性在内的支

持服务被视为表征生态系统的基础结构、过程和功能的一

部分，因此在 CICES 框架中，仅包括调节服务、供给服务、

文化服务三类“最终服务”[10]。此外，在理论思辨中，对

ES 概念也存在一项普遍批评：以人类为中心的哲学忽视了

生物多样性等其他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随着 ES 概念越来

越多地运用于生态政策制定与评估过程，新的问题与担忧

也在不断被提出：“运用生态系统服务方法进行城市生态

规划决策，是否一定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11-12] 而生

物多样性是否就意味着有益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

近年来，关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日渐

成为各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在理论研究中，多数

学者指出，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与提升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对生态系统

服务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13-14]。“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项目从生态系统结构的角度提出相关思路，即生态系统通

过“结构—过程—功能”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而生

物多样性对该路径中的每一步骤均有显著的影响。随后，

罗曼努克（Romanuk）等基于潜在的“多样性—稳定性”假说，

再次推理、验证生物多样性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从而维持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15]。巴尔瓦内拉（Balva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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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也通过定量分析，证实了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有积极影响 [16]。

然而，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认知的逐渐

深入，学者们指出，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对于多种生态系统

服务可能造成较为复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并非是单

一线性关系 [17-18]。已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当生物多样性

水平提升时，其对部分供给服务（如生态系统生产力等）

与调节服务（如雨洪调蓄、气候变化等）具有积极的正向

作用 [13, 19]，但对文化服务则会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

生物多样性水平提升，可能提高城市中部分绿地对居民的

心理健康效益，但同样可能造成部分居民花粉过敏等的消

极现象。布拉特（Braat）等人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试验，

指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梯

度，即在城市内，生物多样性水平由高到低分布的区域，

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20]。卡多特

（Cadotte）等对比分析森林与草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服务”的关系，结果显示，草原生物多样性水平的提高，

能更有效地提升其供给服务，然而，当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水平逐渐提高时，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产生了限制，

这证实了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对不同用地类型的生态系统服

务具有不同的影响 [21]。

综上，已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服务”的关系与现有的理论假设产生了分歧，有待进

一步探讨其内在机制。本研究基于城市新陈代谢理论提出

新的理论假设，在 CICES 的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下，通过对

德国两座城市的 ES 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空间制图，分析两

者之间的相关性。

2    基于城市新陈代谢理论的假设

“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城

市与社会研究领域，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复合系统中，

强调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过程 [22]。城市新陈代谢概念最

早于 1965 年由沃尔曼（Wolman）在其著作中引入。沃尔

曼将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用新陈代谢过程描述

城市系统的发展过程 [23]，开启了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新视

角，从对“城市中的生态”（Ecology in Cities）的分析转

变为对“城市生态”的分析 （Ecology of Cities）[24]。从新

陈代谢的视角来看，城市系统被定义为运用、转化、生产

和排放能源和信息的复杂组织。城市新陈代谢系统包含自

然与城镇地区两大子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两大输入、输

出介质，以及由土地、生物量、人口、废弃物等要素组成

的自组织系统 [25-26]。通过对中国香港和奥地利维也纳等城

市的城市新陈代谢评估发现，城市系统中有相当多的材料

和物质用于建筑物，并被留存于城市组织当中 [27-28]，城市

所带来的资源集聚与人口增长意味着城市正在向越来越密

集的趋势发展。城市新陈代谢理论从系统性的视角，将人

类与自然两大维度糅合成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代谢过程，

指出在城市生态问题研究中，关注系统动力、流动关系以

及物质能量积累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 1960 年前后，奥德姆（Odum H.T.）便在其著作

《流动水中的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 in Flowing 

Waters）中运用电学线路图的方式描述生态系统的流动状

况，并在其 1971年的著作《人与自然的能量基础》（Energy 

Basis for Man and Nature）中，运用该方法对城市各类流动

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因此，该方法又被称为“能量图解”

（Energy Systems Language）。但是，有很多生态学家提

出质疑，认为该理论是从热力学层面探讨生态，利用非线

性动力学和模糊集合方法进行生态系统分析，存在对生态

系统研究过于简化的问题。然而，在城市生态系统研究中，

“能量图解”方法却为层次复杂、空间多元的城市生态问

题提供了清晰明了的理论模型建构路径。

能量图解方法与城市新陈代谢理论相结合，为城市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探讨，指明了从系统

性能量流动关系出发的理论与方法。城市生物多样性为城

市生态系统提供重要的能量存储，并提高能量转换的效率；

而生态系统服务则是连接生物多样性积累与人类福祉的重

要纽带。据此可以假设存在两种能量流系统：其一为“长

期增益型系统”，输入系统的能量，少部分通过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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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或其他方式输入城市的消耗系统中，大部分存储于有

机质总量及生物多样性积累中。而积累的生物多样性可以

反馈于生产者，提高其能量转换效率，从而使进入系统的

总能量值随之增高（图 1a）。在这一情形中，环境要素（如

水、自然、有机质等）在生态系统中流动代谢过程中以生

物多样性的能量形式储存下来，形成城市生态的能量积累，

生物多样性的积累将会提高整个系统对于基础输入能源（太

阳能等）的综合利用效率，构成长期增益效应。例如，原

始热带雨林中不同层次的动植物，最大程度地转换了太阳

能的输入 [6]；又如，培育了较高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湿地，

可提供防洪韧性、空气净化等诸多生态调节服务，以促进

城市健康发展。其二为“短期消耗型系统”，输入系统的

能量大部分被直接消耗，只有少部分能量可以存储于生物

多样性积累中。而该积累不足以提高能量转换效率，甚至

由于能量逐年损耗，生物多样性积累也随之逐年降低，需

要通过人工干预进行能量输入，从而保证系统持续的能量

输出（图 1b）。典型的例子是农田区域，生物量直接转化

为物质消耗，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能量积累量逐年消耗，

而生物多样性水平又不足以补充大量流失的生物量，因此，

只能通过人工施肥等方式确保物质收益。

由此可以推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

系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特征，即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在

一些空间（如生态空间、城镇空间等）中对生态系统服务

起到了较强的支撑与催化作用，但在另一些空间（如农业

空间）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前者主要

反映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及文化服务提供之

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之间的关系。下文通过对德国两座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与

生物多样性水平进行量化分析，进一步验证以上推论，并

检验技术量指标在测算城市密度中的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空间单元划分

本文选取德国波鸿和多特蒙德两座城市作为分析样本。

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是德国北威州鲁尔区的两座重要城市，

不同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等单中心城市，从

市中心到城郊边缘，城镇空间与生态、农业空间有着明显

的梯度关系。鲁尔区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多中心、组团式发

展的特征，组团式建成空间与自然环境的边界咬合关系多

样，并保留了大量嵌入城市内部的原生生境。此外，两城

均进行了全域生境制图，对于生境价值的评价具有统一的、

可比较的标准。

根据州政府关于保护物种的调查文件，北威州的蝴蝶、

甲虫等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及鸟类较多①。城市生物多样

性相关研究表明，甲虫等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在 100~500 m
Fig.1    Enegese analysis in high-value and low-value areas of biodiver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1  生物多样性高值区与低值区的物质能量图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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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径范围内对生境植被覆盖的敏感性较高，鸟类则对

1 000 m 半径范围内的环境敏感度较高 [29]。因此，为覆盖

区域内大部分保护物种的生境，本研究将市区分割为面

积为 20 hm2 的六边形单元。研究使用的空间数据主要为

生物群落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生物群落数据由生境单

元类型图提供，该数据来源于波鸿市和多特蒙德市的政

府部门，数据集包括空间数据、生物群落类型和分值范围。

研究中，使用生境单元分值图作为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指

标。生境单元图的分值评估是根据 ARGE 程序的评估矩

阵 [30]，使用自然性、可替换性、完整性、濒危 / 稀有性

等标准来确定的。生境单元值反映了不同生物群落的价

值，一定程度上而言，分值越高的区域生物多样性越高。

为了减少数据偏差，本文根据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政府

部门提供的生物群落值及其范围，计算并对每种生物群

落类型的分值进行校核。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确定，本文借鉴了 CICES 框

架中“最终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Final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FEGS) 指标分类体系对 ES 的分类，旨在对

“最终服务”进行评价，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调节

服务、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 [31]。调节服务具体包括雨洪调

蓄、水质提升、大气净化等方面；供给服务主要包括农产

Fig.2    Urban density zoning under two density index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2  两种密度评价指标下的城市密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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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木材、水以及纤维等材料供给；文化服务主要包括游

憩体验、美学感知以及精神收益等方面。ES 评价制图运用

了本杰明·伯克哈德（Benjamin Burkhard）和哈拉尔德·策普

（Harald Zepp）提出的基于指标的非货币评估方案，该指

标基于 Urban Atlas 数据库，根据评估矩阵对 ES 进行分类

和映射 [5, 32]。通过使用以下方程式，可以计算出每个六边

形单元内 ES 的值 [33]。

                                             

    （1）

式中，Ej 是单元 j 的 ES 提供；Ci 是单元格 j 中土地覆盖 i
的面积； Pj 是土地覆盖 i 提供的潜在 ES；A 是单元格 j 的

总面积。

土地利用数据和城市边界数据来自于 Urban Atlas 开放

数据库，对城市密度采取两种不同的测算方式（图 2），其

一是传统的不透水面积密度测算方法；其二是“技术量”

（Technomass）指标测算，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测算城市空

间的异质性，对比不同城市形态描述方式的差异。通过对

两种测算方式的计算，两个城市的总体形态特征相似，但具

体划分有所不同。在波鸿市，以技术量为指标，高密度城市

地区的占比显著增加，最低密度区域的占比显著下降，这主

要由于波鸿市的公路系统密集，物质密集程度较高；在多特

Ej = A

n j×∑i=j Ci 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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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市，根据两种测算方式，不同城市密度区的面积占比并

没有很大的差异（表 1）。

3.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以 ArcGIS 为平台，对数据进行空间信息处理、筛

选与分析，并使用分析热点分析工具 (Getis-Ord Gi*) 进行

冷点、热点分析。在统计分析部分，使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

运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波鸿与多特蒙德两城的 ES 与生物多样性水平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两城 ES 与生物多样性的总体差

异；其次，为了探究 ES 与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关系，需要对

空间分布关系进行详细探讨，使用 ArcGIS 中的热点分析工

具，可以清楚地显示高值区域（热点）或低值区域（冷点）

的集群模式；最后，在不同的城市密度测算方式下，对不

同密度区域中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性进

行计算和比较。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两城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对比分析

在描述性分析结果中（表 2），波鸿市和多特蒙德市

的 ES 均值相近，而波鸿市的平均生物多样性价值比多特

蒙德市的高得多。这表明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提供 ES 的

能力较为类似，但波鸿市比多特蒙德市提供了更多的生物

多样性机会，说明生物多样性与 ES 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城

市存在差异。

4.2  两城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冷点与热点分析（图 3）可知，在生物多样性方面，

波鸿市的市中心和瓦滕沙伊德（Wattenscheid）地区表现为

明显的冷点区域，而南部地区，由于大面积的森林覆盖，

表现为明显的热点区域。多特蒙德市的情况与此相似，市

中心地区表现为冷点区域，而南部森林地区则为热点地区。

从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值的分布来看，调节服务、

密度
分区

指标
波鸿市 多特蒙德市

计数 百分比 计数 百分比

高密
度区

技术量 >9 000 m3/hm2 376 52.01% 430 30.63%

不透水表面密度 >75% 277 38.31% 460 32.76%

中密
度区

2 500 m3/hm2 < 技术量≤ 9 000 m3/hm2 187 25.86% 340 24.22%

50% < 不透水表面密度≤ 75% 165 22.82% 251 17.88%

低密
度区

500 m3/hm2 < 技术量≤ 2 500 m3/hm2 104 14.38% 245 17.45%

25% < 不透水表面密度≤ 50% 134 18.53% 246 17.52%

极低密
度区

技术量≤ 500 m3/hm2 56 7.75% 389 27.71%

不透水表面密度≤ 25% 147 20.33% 447 31.8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 1  两种密度评价指标下的城市密度分区占比
Tab.1   Proportion of urban density areas under two density indexes

指标
波鸿市 多特蒙德市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生物多样性值 0.56 6.03 2.35 1.06 0.00 6.19 1.42 1.30

调节服务（RES） 0.00 4.22 0.62 0.67 0.00 4.29 0.72 0.80

供给服务（PES） 0.00 2.06 0.44 0.54 0.00 2.08 0.58 0.57

文化服务（CES） 0.00 4.87 0.85 0.84 0.00 4.96 0.98 0.98

生态系统服务总
评估值（ES）

0.00 3.71 0.64 0.65 0.00 3.78 0.76 0.7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 2  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的 ES 与生物多样性描述性统计数据
Tab.2     Bochum and Dortmu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S and biodiversity value

供给服务与 ES值的冷点、热点区域与生物多样性值的冷点、

热点分布较为一致，而供给服务则在一些区域呈现出显著

的差异—在某些供给服务热点地区，生物多样性价值非

常低。通过与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地

区大部分是农业用地，植被结构单一，收割等季节性的人

为干扰较多。在这些地区，生物多样性难以得到良好发展，

但可以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4.3  两城不同密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生物多样性

相关性分析

在不同的城市密度区域中，ES 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之间

关系的空间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表 3）。调节服务、文

化服务及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城市生物多样性值之间

的相关性水平，在低密度城市区域普遍高于高密度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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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低密度城市区域的生态系统更趋近于自然系统的状态，

能量的积累与流动过程受人类的干扰较小，而在高密度城

市区域，人作为该生态系统中绝对的优势种，对能量流动

过程产生较多的干扰，生物多样性积累的能量在转化为生

态系统服务反馈时遇到较高的干扰与能量损耗。

在生态系统各项服务的空间分布和相关性统计分析中，

供给服务与生物多样性值之间的相关性最低。从能量流的

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能量存储，

可以更好地为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提供支持，供给服务通

常是通过大规模收割等一次性能量提取过程产生，而这样

直接获取能量的过程不利于甚至是有损于生物多样性的能

量存续。

4.4  两城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相关性的城乡梯

度关系

2008 年，布拉特和滕·布林克（Ten Brink）提出城市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可能存在关系梯度的假设，

即从生物多样性高值区到生物多样性底值区，调节服务与

部分文化服务均呈现出下降态势，而在文化服务方面，由

于人的创造性参与，其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而同样呈

因
变
量

密度
分区

指标
调节
服务

（RES）

供给
服务

（PES）

文化
服务

（CES）

生态系统
服务总服

务值（ES）

生
物
多
样
性
值

高密
度区

技术量 >9 000 m3/hm2 0.39** 0.28** 0.37** 0.36**

不透水表面密度 >75% 0.23** 0.19** 0.22** 0.22**

中密
度区

2 500 m3/hm2< 技术量≤
9 000 m3/hm2 0.49** -0.02 0.50** 0.34**

50% < 不透水表面密度≤ 75% 0.32** -0.04 0.25** 0.13**

低密
度区

500 m3/hm2< 技术量≤
2 500 m3/hm2 0.77** -0.02 0.78** 0.62**

25% < 不透水表面密度≤ 50% 0.62** -0.06 0.60** 0.40**

极低密
度区

技术量≤ 500 m3/hm2 0.80** 0.25* 0.84** 0.71**

不透水表面密度≤ 25% 0.81** 0.05 0.83** 0.67**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 3  不同密度指标分区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关系
Tab.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under 
different density index zones

Fig.3   Biodiversity and ES valu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etis-ord Gi* 
analysis in Bochum and Dortmun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波鸿市和多特蒙德市的生物多样性、ES分值空间分布和Getic-

ord Gi* 分析

多特蒙德 Dortmund
调节服务

调节服务

调节服务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

供给服务

供给服务

供给服务

供给服务

总服务值

总服务值

总服务值

总服务值

生物多样性值
（基于生境多样性价值评价）

生物多样性值
（基于生境多样性价值评价）

生物多样性值
（基于生境多样性价值评价）

生物多样性值
（基于生境多样性价值评价）

波鸿 Bochum

5 000 5 000m2 500 0

3 100 3 100m1 550 0

3 100 3 1001 550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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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先增后降趋势的为供给服务（图 4），由于农业提供

的大量供给，供给服务在城郊区域达到峰值 [20, 34]。本研究

也对两座案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值”城乡

梯度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图 5），发现两座案例城市的曲

线关系与布拉特提出的曲线仅有部分相符，即在生物多样

Fig.4    From high-density area to low-density area,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various between biodiversity value and ecosystem servi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4  从高密度区到低密度区，生物多样性值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

值的相关性变化

相
关

性
系

数

高密度城区

技术量指标 调节服务RES
文化服务 CES

调节服务RES
文化服务 CES

供给服务 PES
总服务值 ES

供给服务 PES
总服务值 ES

供给服务（未显示显著相关性）

供给服务（未显示显著相关性）不透水表面密度指标

强相关关系

弱相关关系

自然区域低密度城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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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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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ig.5   Urban-rural gradient relationship of Dortmund and Bochum’s 
"ecosystem services-biodiversity valu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5  波鸿市与多特蒙德市的“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值”城

乡梯度关系

生
态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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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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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低 低

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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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低

多特蒙德与波鸿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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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系
数

服
务

生
态

系
数

服
务

RES RESPES PESCES CESES ES

性从“城市较密集区至密集城区”的区段相符。究其原因，

可能是波鸿与多特蒙德两个城市地处鲁尔工业区，是城市

多中心发展的连绵带，因此即使在两座城市的边缘区域，

也未能达到布拉特模型中生物多样性高水平的纯自然区域。

后续研究需要完善多类型城市对比分析，探究不同形态的

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城乡

梯度关系差异。

此外，通过对技术量指标和不透水表面两种密度指标

的比较，发现使用技术量指标作为城市空间密度指标的情

况下，生物多样性值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在

城市高密度、中密度区域有显著的提升。在近自然的极低

密度区域，生物多样性值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强相关

关系，且在两种密度指标测算下相关性系数相似。这说明

使用技术量作为城市形态测算与分区的指标，在城市环境

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区施策、行动指

引及协同提升有积极作用。

5    结论

本文从城市新陈代谢理论的视角，阐释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基于物质和能量流动

的分析，认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能量积累，

催化了初级能量转换的过程，既为生态系统的直接服务提

供了支撑，也促进了生态服务整体效能的提升。然而，城

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空间分异，因此，

对生态系统服务框架的政策性应用，应分区进行精细化指

标筛选。例如，在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城市生态规划中，

可以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物多样性管理策略的评估指标；

而在农业空间，则无法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代替生物

多样性保护策略，须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与途

径。从研究方法上看，与传统的城市密度的评价指标相比，

技术量指标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等

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02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

昆明市举办，中国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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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凸显。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

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过程中承担的重要任务。结合本

研究的综合分析结果，对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

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以系统性视角研究城市生态。山、水、林、田、

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修复，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下生态规划的重要方向。全局性、系统性、综合性的生

态保护是当前规划工作的重要趋势，在城市生态规划的研

究与实践中，应引入城市新陈代谢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分

析城市的物质流、能量流，强调系统性优化，同时为城市“双

碳”建设提供空间高效利用的建议。

第二，细化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框架。在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应依照我国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的

划分，制定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差异化的生态

系统服务评价框架，有效辅助规划决策，支撑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

第三，加强城市形态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与监测。

城市作为复杂的空间系统，其材料、空间与社会的复杂性

均处于较高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技术量指标等与城市

形态相关的评估指标，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异质性问

题中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应以技术量指标等分析方法，

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形态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

系，形成详细规划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控导则。 

第四，探索建立生境单元制图标准。城市生境单元是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空间抓手，在城市层面，应深

入研究、制定生境制图标准与对应指标，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空间管控相衔接。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采用生境价值评估

方法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估算，可以在城市层面进行整体评

价，但并不能代表完整的生物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评估中，

仍需要更为细致的探讨与对比。研究运用的相关性分析仅

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不证明因果关系，对城市生物多

样性如何落实到城市空间的精细化治理中，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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